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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葛源镇的大族历史与社会变迁 

游欢孙 

(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西南昌 330022) 

【摘 要】自宋代以后，葛源镇逐渐形成了以周刘杨王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地方社会权力格局。明清易代、三藩之

乱、太平天国时期，葛源地方社会均遭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传承机制却一以贯之。宋代以

后葛源地方大族的历史，全息地反映了葛源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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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2 月下旬，以方志敏为首的赣东北特区党政军领导在面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辗转途中，最终选定横峰县怀玉山余脉

磨盘山山区盆地中的葛源镇为赣东北苏区首府。从此，地处横峰、弋阳、德兴、上饶四县交界的葛源镇，成为赣东北革命根据

地的中心。关于此后葛源镇的革命史事，特别是其作为闽浙赣省“红色省会”的历史，已出的史料与研究多有勾勒①1，相对而言，

我们对近代革命以前葛源镇的地方历史还知之甚少。本文即以葛源镇的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论述宋代以后葛源镇的大族历史

与社会变迁，希望能够从一个较长的地方历史角度，进一步加深对葛源镇的地方历史与近代赣东北革命之间关系的理解。 

一、由宋至明葛源地方大族的历史 

在现今的葛源镇，民间一直有所谓“周刘杨王”四大家族的说法。从相关的史料来看，如果我们要追溯明代中叶以前葛源

镇较为真切的历史，首先要提到的，便是其中的刘氏家族。清代同治四年( 1865) 刘氏第六次修谱之时，同为葛源四大家族之

一杨氏族人杨仕藩就曾为刘氏作谱序一篇。序文当中有以下之评论: 

虽然谱可以不序，尤有不可不急为序、详为序者，盖刘氏第一流人物，若白石先生之学术，泉山先生之宦迹，诸序更无一

人道及，间有及者，亦拾人唾余。使无高陵编修吕仲木之一传，临川学士吴草庐之一志，则天人之理、圣贤之心，催运救荒、

募兵殄贼、学问事功，不见于后世之子孙，即欲从而表章之，而无徵不信，亦与青山白云，同埋没于荒烟蔓草而已矣。然则吕

编修、吴学士之传誌，固谱中之一篇极大极紧文字。［1］( 卷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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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仕藩看来，刘氏历代先祖之中，有二人最为杰出，一为白石先生，以学术著； 一为泉山先生，以事功显。此二人均应

该在谱序当中“急为序”、“详为序”。然而可惜的是，之前自明代弘治以来的刘氏历修谱序，均未予以大力表彰，幸亏谱中

收录了吕仲木与吴草庐分别为白石、泉山撰写的传记与墓志铭，才使得二人的学问事功不致于埋没。 

杨仕藩序中的吕仲木，即是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学者称泾野先生，嘉靖六年( 1527)升南京吏部考功郎中、

尚宝司卿。也就是在嘉靖六年，吕柟应刘氏十世孙太学生刘旦之请，为刘氏迁葛源之二世祖刘养浩( 即白石先生) 作传。而临

川学士吴草庐，则是广为人知的元代大儒吴澄，泰定四年( 1327) 曾应刘自谦( 即泉山先生) 长子刘埜的请求，为前一年( 1326) 

去世的刘自谦撰写了墓志铭。相较而言，吴志撰于元初，吕传作于明中叶，前者比后者早出了整整200 年，在时间上更贴近于

刘氏始迁葛源之时，因而值得我们详细地分析。 

吴澄为泉山先生刘自谦所撰的墓志铭，后来被收入到《吴文正公集》卷七十七当中，原文题为《有元徴事郎翰林编修刘君

墓志铭》。铭文开篇有如下交待: 

呜呼，自谦遽去予而殁矣夫，悲哉。予在禁林，自谦为属，南还之日，远饯出通州。明年将旨而至，澄老病，弗奉诏，遂

别予去，未复使命，以疾卒于家。呜呼悲哉。卒之后一年，其孤埜触暑走六百里来求铭曰: 将以今年十月某日葬里之江井山。［2］ 

由此可以知道，刘埜请吴澄为其亡父刘自谦撰写墓志，是因为吴澄与刘自谦同在翰林院供职，有上下级的关系。当然，这

并不能说明吴澄就一定熟知刘自谦的家世，于是接下来的一段交待刘自谦父祖身份的文字，当是自谦之子刘埜的诉说: 

自谦姓刘氏，光其名也，住上饶葛源人，其先世初由彭城徙玉山大横塘，后家葛源。王考讳养浩，宋太学进士迪功郎，宁

国府教授。考讳安，国朝将仕郎，湖广等处儒学副提举。 

按照明代弘治十一年( 1498) 刘氏后人刘英撰写的谱序记载，刘氏迁葛源始祖为宋大理评事“东白公”，此处的“养浩”，

即白石先生，为刘氏迁葛源之二世祖，亦即刘自谦的祖父，“安”则是自谦之父“石泉公”。从东白公到自谦之子刘埜，前后

不过五代，这样的一个家世交代，应该是相对比较真切的。 

在交待了自谦父祖履历之后，铭文又历数了自谦的仕宦事功: 

其仕南雄路儒学正，既满，游前翰林承旨姚公之门，勅授琼州安抚司儒学教授，待次，辟中书省断事官属吏，扈跸上京，

分按诸郡，疑刑滥狱之久，悉白于长，决遗无滞。中书委催海运，不旬日，万艘集，民食日给。父忧解职，服阙之琼，以诗书

礼义化荒服之民。广帅受诏捕贼，檄参军谋，固辞，帅入贼境，无可与议，驿邀请，不得已，募百余兵，诣帅垒，画计殄其渠

魁，活协从之众万数。 

按照这段记载，刘自谦曾先后在南雄、琼州、上京各地游宦，充任过各种不同的官吏角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曾担任过元

初的海漕官员，并在琼州任上募兵谋军、参与镇压当地的盗乱，这就是前文杨仕藩所撰谱序当中所说的“催运救荒、募兵殄贼”。 

接下来，铭文又记述了刘自谦自琼州回乡创办白石书院等事迹: 

自琼归，创白石书院，祠朱文公，而黄文肃公配，以王考逮事文肃故也。分田赡养学徒，省为设额，行省为差官以教，公

朝复加旌表焉。掾江西行省数月，不合，不留，选授将仕郎宝庆路总管府知事，未赴，徴补集贤掾史，继陞徴事郎翰林国史院

编修官，凡所撰述，辞采蔚然可观。 

按照以上的记载，刘自谦的祖父“白石公”曾从黄干问学。自谦自海南归乡之后，曾创办书院，以白石为名，并祠祀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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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干，先后得到了元朝地方政府与中央朝廷的嘉奖。之后，刘自谦又曾在地方和中央担任过几种名目不一的官职，最后进入

翰林院充任国史编修，从此成为吴澄的下属。 

泰定三年吴澄为刘自谦所撰的墓志铭，是目前能从刘氏族谱当中读到的年代最早的文字。也正是这篇墓志铭，成为后来刘

氏历代子孙演绎祖先故事、宣扬家族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一篇文字，其中关于白石书院的文字记载，也被反复收录于家谱当中。 

在吴澄为刘自谦撰写墓志之后23 年，亦即元至正十年( 1350) ，时任白石书院山长的聂义方又曾写下一篇《广信郡守于太

中修白石书院记》，其主旨固然是赞颂当时的地方主官兴学护学之举，但却也颇能显示刘自谦身后白石书院的情形: 

白石书院创始自谦刘君，其嗣子朝任继之，先后割田以为赡学之费，然其地僻在万山间，土瘠租薄，赋役繁重，识者虑焉。

义方备员于此，大惧祠宇之弗容，而教养之未广，然犹幸遇公之崇笃斯文，鼓舞作兴之意至勤也。期年即锓较生徒膏火之费，

至欲使其讨论讲磨，皆底于成，积而久取，书院瓦之破缺者涂塈之，毁败者毕治之，前立三门，周以垣墙，顾瞻一新。其大者

栋宇四垂，凛然欲压，则又以其事请于于公，公矍然命属县修理之，故书其概，复为诗以咏之。［1］( 卷首《记》) 

仔细阅读以上文字可知，白石书院自设立以后，刘自谦、刘朝任父子二人先后割置学田赡养学徒。聂义方充任山长之后，

又曾请当时的地方主官于光维修书院。由此看来，前文刘自谦墓志铭内所谓“省为设额，行省为差官以教，公朝复加旌表焉”，

确实并非虚言。 

毫无疑问，白石书院的建立，以及中央朝廷、地方政府对其的不断旌表，极大地提升了刘氏的家族声誉，以致刘氏自我标

榜，后人提及葛源刘氏，均直呼为“白石刘氏”。嘉靖六年( 1527) ，刘氏十世孙太学生刘旦请时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尚宝

司卿的大学者吕柟为刘氏迁葛源之二世祖刘养浩( 即“白石先生”) 作传。传文有曰: 

宋有儒者白石先生，姓刘讳养浩，世居上饶葛源安辑里，大理评事东白先生之仲子也。勉斋黄氏倡道于闽，亟往从之。逾

年，奔东白先生之丧，既服阙，不复起，隐居筑精舍于里之僻地，益肆力于道学，于是远近来从游者日益众，后以疾终于家，

乡里士人感激化行，咸称白石先生云。其孙元编修光，为筑白石书院，事闻于朝，赐额，置山长，聂义方撰碑，岿然尚在。先

生事载郡乘，祀之乡贤，不患不传之后。兹十世孙太学生旦笃学克肖，尚惧弗彰，属小子以传其事。去年时，旦谋修复书院，

亦尝奔走百数十里以启厥事，盖闻风慕义，最深且久也。［1］( 卷首《传》) 

吕柟为陕西高陵人，嘉靖六年为官南京，平生足迹亦从未踏入葛源地方。正所谓名人作传，传主生平事迹的素材自然全系

刘旦提供。从传记内容来看，嘉靖五年时，刘旦就有修复白石书院之举。虽然白石先生的事迹早已收入《广信府志》，并入祀

乡贤祠，但刘旦还是担心先祖事迹年远事湮。“尚惧弗彰”，于是在修复书院的第二年，又特意请文化名人吕柟为白石先生作

传，以垂之久远。观其传文所载，所强调的还是两点: 其一，白石先生曾往福建从黄干问学，得程朱理学之正传； 其二，白石

先生自闽归乡后，曾筑精舍肆力道学，作育人才，远近从其游者甚众，以后白石之孙刘光更筑白石书院，朝廷为之赐额置山长，

有聂义方所撰碑文为证。其基本用意还是在于经由白石书院以彰显刘氏的地方文化地位。 

某种意义上讲，白石书院自元初创建以后，已经成为葛源白石刘氏的文化象征。而自嘉靖以后，白石刘氏的历代子孙，对

白石书院一直修葺不辍，其文化大族的地位也长久不坠。乾隆三十四年( 1769) ，裔孙刘起凤主持入清以后谱牒的第二次纂修，

时任兴安知县张嘉庆曾为刘氏撰写谱序，其中就提及明末清初乱世当中白石书院的遭遇: 

东白公仲子白石先生受业于先贤黄勉斋之门，道本程朱，名高理学。越二世，自谦公克绳祖武，奏建书院，即以白石颜其

额。厥后年远倾颓，赖明信郡守于公葺之。洎( 甲) 寅、( 乙) 卯闽浦难作，豪强混据，遂成废址。至乾隆十三年，刘子不忍

祖制之久湮，乃大集同族捐赀罄助，落成堂构，且续割腴之地，以充絃诵之资，由是前人创建之规，后人缵承之业无费，燦然

完备，而刘子之用心亦于是瘁矣。［1］( 卷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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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上序文的记载，白石书院自创办以后，历经元明两代的多次修葺，最后毁于清初“三藩之乱”，直到乾隆十三年，

刘起凤召集全族，捐资重建，并续割学田“以充絃诵之资”。文中的“洎寅、卯闽浦难作”指的即是三藩当中的闽藩耿精忠的

反清。据史书记载，耿精忠起事后，曾分东、西、中三路出兵，其中西路即攻江西广信、建昌、饶州一带。这样，葛源亦惨遭

兵燹，地方为“豪强混据”。清代康乾之后的葛源地方社会，其实就是在明末清初乱世，特别是三藩之乱之后重建的。 

二、“三藩之乱”及战后葛源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 

据同治《兴安县志》卷八《武事》记载，康熙十三年( 1674) 3 月，耿精忠在福州起事。4 月24 日，广信城守副将柯昇挟

持标下兵目响应，夺城而出，由( 广) 永丰( 即今广丰县) 至二度关驻扎。5 月，柯昇复遣将分路围广信府城，知府高梦说、

同知侯七乘突围奔省请兵，于是广信所属七县皆陷。［3］( 卷!《武事》) 

关于当时葛源的地方情形，上引乾隆三十四年兴安知县张嘉庆所撰刘氏谱序已略有提及，但远谈不上详细。笔者在葛源当

地调查时，曾得获见葛源街上王氏族谱，内中收录有王氏迁葛源二世祖“火鼎公”所撰《纪异谣》一篇，内中历数崇祯八年( 1629) 

至清初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地方社会所发生的“异事”。以下即节引其中明末至康熙十七年部分文字，以见明末清初特别是

三藩之乱当中葛源地方社会之情形( 文中纪年之后年号与公元纪年均为笔者所加) : 

细述自幼至老，但将所见因依。予生明季己巳( 崇祯二年，1629) ，历观世事跷蹊。虽然难以枚举，大略记传人知。乙亥( 崇

祯八年，1635) 洪水泛滥，粮田顷刻成溪。率人强搬稻穀，四方同日如斯。实系人心不古，诚为兆乱之基。甲申( 顺治元年，

1644) 新朝受命，倏而定鼎于清。丁亥( 顺治四年，1647) 年逢旱魃，谷米贵若珍珠。八两石米无杂，粗糙糠秕和之。戊子己

丑( 顺治五年、六年) 大乱，兵戈络绎不宁。土弁索人粮饷，遇者家财尽罄。悉在山坡隐匿，数载若无所伸。神虎咆哮出现，

耕农种作忧心。又为瘟疫烂脚，命乘遭此殒身。不期天又淫雨，带糠升米四分。兵马会食人囱，盐肉钱六一斤。人民饿死大半，

鬻妻卖子惨悽。少艾妇卖徽乐，无奈忍痛分离。剜却心头之窗，医得眼前之痍。幸际康熙圣主，壬寅( 康熙元年，1662) 之岁

登基。在位虽然年少，风调雨顺十春。五谷分银石谷，四民咸颂年登。不意民苦为尽，赋役加派重征。埋怨祖父下德，遗此产

业累人。衣衫首饰典尽，田园百物便宜。陡遇甲寅( 康熙十三年，1674) 之岁，闽地耿至复兴。遍地千百把总，游击参将日增。

宦富被捆索饷，负穷绑勒充兵。随地相争鏖战，可怜白骨满州。无端咨肆淫掳，穉子带往无寻。丙辰丁巳戊午( 1676 －1678) ，

四方绿林频兴。衣被遭为卷掳，日夜寝食不宁。乡乡房屋燬烬，村村路草丛深。幸遇天兵进剿，人民始得安宁。［4］( 卷1《纪异谣》) 

根据以上文字和王氏族谱的记载，王火鼎生于崇祯二年，顺治十一年曾中举人，时年 19 岁。《纪异谣》所记起于崇祯八年，

王火鼎时年 7 岁，所谓“但将所见因依”，其实是后来王火鼎本人的真实回忆，因而可信度极高。从《纪异谣》的记载来看，

葛源地方在明末崇祯八年与清初顺治四年曾连遭水旱之灾，谷米腾贵，但更糟糕的是顺治五年、六年的金声桓、王得仁的叛清

所带来的地方动荡。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金、王叛清以后，清军曾自安庆发兵，渡江进占九江，并先后攻陷广信、饶州，围

攻南昌。葛源地当广信与饶州之间，自然也是兵戈不止。土弁、虎害、瘟疫、淫雨、兵马等各种因素交织其中，葛源百姓困苦

不堪，所谓“人民饿死大半，鬻妻卖子惨悽。少艾妇卖徽乐，无奈忍痛分离”，即是当时葛源地方惨状的真实写照。康熙登基

以后，虽然一度风调雨顺，但清初役法繁重，田产成为累赘，家庭破产殆为常见，此即文中所谓“赋役加派重征”、“遗此产

业累人”所折射出来的差役之重。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清起事后，葛源又为其兵锋所指，于是出现了“遍地千百把总，游击参

将日增”的情形。地方富户成为勒逼军饷的对象，贫困之家则被抓丁充兵，一时地方鏖战，遍地白骨。紧接其来的康熙十五、

十六、十七三年，各路地方豪强也相继而起，此即前文兴安知县张嘉庆所谓“闽浦难作，豪强混据”，于是百姓“衣被遭为卷

掳，日夜寝食不宁”，地方则呈现“乡乡房屋燬烬，村村路草丛深”的惨状。 

三藩之乱后，各地社会秩序渐趋宁静，清代也开始进入了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战后葛源的地方历史，就是在这样一种大

乱之后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而对那些地方大族来讲，休养生息之余，着力培养族中子弟博取科举功名，在尊祖敬宗的名义之

下编纂族谱、修建祠堂，就成为他们不变的内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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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元年( 1736) ，白石刘氏裔孙刘蕴璧召集该族后龙、前街、义门三房合修族谱，从而拉开了三藩之乱后葛源地方大族

纂修族谱的序幕。按照该年刘氏族人宏勳的说法，乾隆元年所修的族谱有“详、明、实、严”四美，洵为一时之良谱。［1］( 卷首《序》) 

不过按照乾隆三十四年刘起凤的回忆，当时刘蕴璧开馆授徒，并无暇专注谱事，最终“谱经众手”，以致于“其谱前半自东白

公至申字派十一世潦草旧谱以为首，后半自端至启九世，据各来稿以謄清，是以系图有书讳而逸字，书字而逸讳者，派行舛错

有重写至一而二，二而三者，文籍至要者遗之，不必者赘之”。［1］( 卷首《序》) 最后该谱只以缮稿收尾，并未付之枣梨，刊刻成书。

于是，乾隆十三年刘起凤捐资重建白石书院，并请兴安知县秦锡琈“勒石纪功，一时传盛蹟”。［1］( 卷首《序》)之后又有乾隆三十四

年再次修谱之举。 

关于乾隆三十四年刘氏修谱，刘起凤又曾撰写谱序，详述其缘起: 

吾于丙辰( 即乾隆元年) 阅稿之日，有速为纂修之志。戊辰、己巳，余又倡族复兴书院，以至延拦未辑。至丁亥、戊子之

交，吾儿接踵备弟子员，承族赐贺礼，吾不敢受，吾儿曰: 父夙志修谱，而苦无赀，今承赐，盖收之以资谱费。余然其言，乃

将原赐贺礼仍付各房知事者领回，而修谱之举遂决为己任。经营两载，稿本三易，至己丑八月而稿成，又与知事族长共相较政，

众诺其可，然后付梓，至冬十一月而谱事告竣，择吉会宗，恭谒禅学，祭奠开谱。 

按照以上记载，刘起凤自乾隆元年谱稿一出，即有不满之意，更有重纂之志，只是中间因乾隆十三年重建白石书院，时力

均有未逮。至乾隆丁亥、戊子( 三十二、三十三年) ，刘起凤之子相继入县学，阖族礼贺，刘起凤乃备酒答谢，席上各房房长

与族知事并有捐资续谱之意。于是起凤乃以修谱自任，至乾隆己丑三十四年八月谱稿撰成，并付梓刷印。 

谱事告竣之余，刘起凤更发如下之感慨: 

吁嗟，抚家乘而抱愧，续遗编以增伤，遐想当年，盛耶衰耶，感怀此日，衰耶盛耶。今谱之修，予非敢云功，但阅是谱者

念予之小心，咸以小心珍藏，培其根本，则祖灵默佑，合族繁昌，未必不由此一基焉，族之贤肖，其共鑑诸。 

白石刘氏自宋代迁入葛源之后，历宋元明三代，簪缨无数，早已是远近闻名的文化大族。但自明末清初以来，包括刘氏在

内的葛源大族迭遭变乱，故老凋谢，复兴需时。或许唯有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对刘起凤将宗谱纂修与祖

宗荫佑、家族兴盛相联的用意，才能对其抱愧增伤之情，遐想感怀之形，略抒同情之理解。 

三藩之乱后，葛源的地方大族除了修谱之外，也将祠堂的修建提上议事日程。乾隆十三年，白石刘氏三房之中的“后龙房”

率先建祠，葛源街上四大家族之一的周氏族人岁贡生周汝登曾有如下议论: 

考之礼，君子将营宫室，先立宗庙，以上则追远，下则联族，仁孝之道，莫此为大也。后世之人，但即所居祀其近祖，远

乃弗及。然过墓生哀，入庙生敬，礼有同摄。讵坵墓在其乡，子孙聚其里，思敬宗者独可遗庙制乎? 故凖古酌今，就其便易，

巨姓旧家于是乎有宗祠，宗祠与庙制，异名而同义者也。吾乡白石先生裔刘氏三宅，旧有家庙，久湮，后嗣谋恢复之，顾事举

于力，独任则艰，议稽于众，协一则难。于是后龙一支首建小宗，为堂一户一，阶除廊室，规模粗具。既成，请记于予，予曰: 

是举也，可为刘氏三宅倡矣。盖不必庙貌崇隆，咸瞻刻桷丹楹之彩，亦庶几祖灵妥侑，得展秋霜春露之思，由此而推之人，知

宗虽远，不可以偶忘，族虽繁，不难以竟合，其于仁孝之道，复何歉焉。祠与予居接壤，且目其子姓之经营功成不日，因为记

以嘉其志云。［1］( 卷首《记》) 

按照以上记载，白石刘氏作为一个诗书官宦家族，明代就很可能已经建立有家庙，但因各种原因，家庙早已湮没无存。但

正如周汝登所言，明代中叶以后民间广为兴建的祠堂，与明代礼制当中所规定的品官家庙，其实是“异名而同义”，一开始也

多为地方巨姓旧家所建。从“顾事举于力，独任则艰，议稽于众，协一则难”一句来看，后龙房一开始可能也曾邀约其他两房

共建刘氏全族宗祠，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响应，所以率先建立了一座房祠。由于一房之力十分有限，后龙房祠只有一堂一户，只



 

 6 

能说是粗具规模，但也得到了周汝登的赞赏，认为祖灵得妥，孝思得展，更可启敬宗合族之先绪。 

乾嘉以后，地方大族修谱建祠日趋分化，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族内各房形成单独的利益共同体，公共事务很多是以“房”

为单位展开，其中白石刘氏后龙房率先修祠已如前述，以下再看该族义门房修祠之情形。据宗谱记载，义门房的得名是因为: “义

门者，肇自泉山讳光公，即始祖石泉安公之子也，光公为有元延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创白石书院，建义塾，置义田，以赡

乡子弟来学者，朝廷嘉其行，旌表其门，而义门立焉。”这是嘉庆二十三年义门房房祠建立时该支裔孙刘茂范的解释，从中已

经可以看出大族之内各房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标榜的意识。但正如上文周汝登所言，“事举于力，独任则艰”，义门房房祠的最

终建成，也颇经历了一番艰难。刘茂范的《义门祠堂记》清楚地记载了这一过程，记文有曰: 

乾隆八年房祖邑庠能之公目击义门之贻，心伤宗祠之缺，尝竭己力，鬻分内田产以复旧基，为义门立祠，搆材度役，经营

其概，奈天不假之年，有志未逮，基址虽存，而祠仍缺如，故凡我宗人，得毋覩青郊而洒泪，对白露而神伤乎。自嘉庆八年合

房人等奋然相谓曰: 建祠之举，不可废也。乃同商将廷芳公祀田租谷悬积数年，至十八年以悬积作费，通力建祠。时房孙作茂

谊重敦伦，捐出洋钱五十五贯以助支费之不足，而吾等又恐基址狭小，不足以定规制，故将祖遗祀田壹塅，坐落土名二十都南

洋坂，额租陆硕，换易后龙房基地，凑合前后栋宇，颇有祠室规模。无何，支费不继，艰于修理，厥多踞矣。迨二十年，我祖

东白公八世孙派本行二十公流居泗水源者，其裔众来观是举，皆不禁恻然动念，遂躍然相告曰: 我祖本义门一脉，愿重捐资费，

共勷厥成焉。爰议立约，与为修理成功，所有列祖神主牌位，同安龛内无异。而作茂兄弟又捐田租二硕，并世赀公原祀租七硕，

共计田租玖硕，以为祀产。［1］( 卷首《记》) 

按照这段记载，早在乾隆八年，义门房内就有“能之公”挺身而出，捐献个人田产以作房祠基址，但最终“天不假之年，

有志未逮”。到嘉庆八年，义门房众又将建祠提上议事日程，先是将“廷芳公”祀田租谷悬积作费，又得刘作茂捐资，之后房

众又担心祠基过于狭小，“不足以定规制”，于是又将义门房内一处祀田，换得本族后龙房基地，以成祠堂规模。但不久又因

经费不足，无以为继。迨至嘉庆二十年，事情方得转机，缘因该年有一群来自泗水源地方的刘姓，自称是白石刘氏八世孙“本

二十公”的后代，本系义门房所出，看到义门房祠之建举步维艰，愿意捐资共建。于是义门房与泗水源刘氏订立合约，最终将

房祠建造完毕。从记文内“爰议立约，与为修理成功，所有列祖神主牌位，同安龛内无异”一句来看，泗水源刘氏的祖先牌位

也一道放入了义门祠的神龛之内，这应该就是订立合约的核心内容。 

总体上看，在乾隆、嘉庆以后，葛源地方的大族之内各房开始分化，各修房祠，小族则不遗余力地与地方同姓大族联宗，

或与周遭同姓大族联谱，大小族之间都使出各种手段建构自己的家族历史与文化，一时你方唱罢我登场，太平世界，歌舞升平。

然而，紧接而来的咸丰太平军乱，却再次打破了葛源地方的日久承平。 

三、两遭兵燹: 太平天国战时与战后的葛源地方社会 

咸丰元年( 1851) ，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金田爆发，以后太平军出粤西、下两湖、陷九江、定都金陵，十余年间，中国东

南半壁一直处在战乱当中。作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江西在这场战争中受害极深，数百年来积累的民间财富

被消耗殆尽，近代江西区域社会的整体走向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这其中，包括葛源在内的饶州、广信二府，由于邻近安徽与

浙江，更是战争当中的重灾区。关于这场战争的一般性描述文字，在战后同治、光绪年间所修的各地方志当中俯仰皆是，无需

多赘。笔者在葛源当地调查时，曾获睹葛源街上杨、王二姓族谱，其中王氏咸丰九年冬季续修族谱时，族人王家燮曾撰有《葛

源遭兵纪略》( 以下简称《纪略》) 文字一篇，因其时距太平军第二次攻掠葛源( 咸丰七年三月) 仅两年半光景，故其对太平

军进入葛源地方的记载最为详实真切。 

据《纪略》记载，葛源由于四面环山，“人心质朴而褊啬，山水清秀而险隘”，太平军兴之时，“葛源固耕读自若也”。

以后太平军溯江而上，围攻江西省会南昌，“其时葛地亦不甚惧，城市亲友颇有搬入葛源者”，葛源一度成为战争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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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五年，葛源第一次感受到太平军的压力。该年2 月，太平军由安徽进入到江西德兴县，由于“德兴距葛仅百里，朝发

夕便至”，葛源一时人心惶惶。3 月，太平军由德兴攻入弋阳，一度驻扎弋阳城内，后遭到清军进攻，又返回德兴。3 月19 日，

太平军“又一支由德兴窜横峰，陷信郡”，后亦被清军“追回徽州而去”。这一年，葛源最终得以无事。 

咸丰六年8 月，葛源第一次惨遭兵燹。《纪略》对此记载甚详: 

六年七月，贼由安仁窜广信，城内守御甚严，贼不得入。八月十八，退下横峰、铺前等处。葛源峙山高岭峻，并非通衢，

竟无搬者。闻有搬者，人必笑之，以为其胆过怯也。是夕，但鸣锣守夜，遍地皆是耳。不料十九日贼由铺前分股，一股下漆工

镇，一股窜葛源。黎明之时，有得确信而举家逃走者，旁观嘻笑自若，仍以为其胆过怯也。及贼众入村，尚有不知信者。是日

殒命者数十人，被掳者大约四五百，鸡猪、衣物、银钱莫记其数。盖一日而穷矣。二十日五鼓，贼焚舒溪街店数十余家，及大

有桥之观音堂、紫气桥之关帝庙，遂拔营而去，由崇山往德兴，是日复有村内村外土匪大肆抢劫。及逃乱者回家，已是室如悬

罄矣。谚云: “贼兵如梳，土兵如薙”，真不我欺也。乱后议论不一，有议守者，有议战者，迄无成功。始议派钱探信，而以

家燮之店为信局焉。［4］( 卷首《记》) 

从以上记载来看，太平军第一次进入葛源，是因为咸丰六年七月进攻广信府城不利，在退兵的路上于8 月19 日攻入葛源。

由于是黎明之际，葛源百姓躲避不及，所以“是日殒命者数十人，被掳者大约四五百，鸡猪、衣物、银钱莫记其数”，这个情

景在咸丰十一年葛源杨氏修谱时族人杨学权所写的谱序当中也有反映。序文曾记载: “咸丰丙辰( 六年) 八月十九，贼至自铺

前，三千烟火起晨炊，百万虎狼直逼卧榻，张眸则烈焰冲霄，侧耳则哭声满路，衣裳在笥百留二三，鸡豚执牢十空八九，被掳

者三百余人，丧元者五十余级”。［5］( 卷首《序》) 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葛源地方开始设立专门的信探，信局就设在王家燮开设的

店铺之内。 

从第二年太平军再度进入葛源时的情况来看，信局对葛源士民的及时躲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纪略》记载，咸丰七年2 月，

太平军由安徽至德兴． 由于“衣物等件去秋已劫尽，蔽衣破絮易于搬运”，“葛地逃窜一空”。之后太平军又由德兴过弋阳漆

工镇，从弋阳、横峰往福建，“漆工镇过兵者七日”。葛源派出去的信探四面探听，以为可以幸免，不料3 月7 日太平军即由

弋阳漆工镇转往兴安铺前镇，复由铺前至葛源回德兴，幸亏“探丁早回数刻”，葛源“地方被掳者仅数人”，只是葛源街“南

市店屋及各乡房屋被焚者不少”，此外黄山底地方则因抵抗太平军，“遭害犹惨”。3 月8 日，太平军仍由崇山往德兴而去，

此即太平军再过葛源之大略情形。 

咸丰八年，太平军“由抚州至弋之南乡，及河口、铅山、广丰，以次至福建、衢州”，“过兵者廿余日，而信河以北无事”。

7 月间，太平军复“由玉山及郑家坊、姜李村往德兴，据景德镇”，葛源地方“亦尽搬移”。一直到咸丰九年秋，景德镇的太

平军往安徽而去，包括葛源在内的赣东北地方才逐渐安宁下来。 

咸丰六年与七年太平军两度攻掠葛源，地方社会惨遭摧残，葛源地方士民自然也是饱经战争的创伤。不过重要的是，葛源

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传承机制，并未因这场战争而被摧毁。战争过后，葛源地方的各个家族又开始他们的续谱修祠活动，地方

历史文化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重建。 

首先来看白石刘氏的动向。前文已经提及，白石刘氏族内共分前街、后龙、义门三房，其中后龙、义门二房曾分别于乾隆

前期与嘉庆后期建立起各自的房祠，从相关记载来看，作为族内长房的前街房的房祠在道光末年也已动议。对此同治四年前街

房的刘启谟曾有《前街新祠堂记》予以追述，该文有曰: 

后龙、义门皆有祠堂，而我独无，遂如晋人集新亭，相与欷歔泣下。予不自量，乃商诸众，权将禄公、都公祀租百余缗随

年支敛，又挨户捐资，照丁助力，力又有余，予之能成其志者，其在斯乎。经始于咸丰元年，落成于咸丰七年。尤可喜者，而

我新祠堂如鲁国灵光，岿然独存，盖祖宗之隐为呵护者深矣。吾愿世世子孙不断书香，长膺科目，如东白公之为循吏，白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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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理学，祠堂不更大有光哉。［1］( 卷首《记》) 

按照以上记文的记载，刘氏后龙、义门二房于乾隆、嘉庆先后建立房祠，让作为长房的前街房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于是，

前街房从道光庚戌三十年清明动议修建房祠，先后历经七年，最终将其修建完毕。从记载来看，后龙、义门二房房祠显然已经

毁于太平军乱，而前街房房祠因最后落成于咸丰七年而得以“岿然独存”。所谓“祖宗之隐为呵护者深矣”，也只能说是前街

房的祖先庇佑所致了，而希望后世子孙“不断书香，长膺科目”，多少还是显示出家族内部房派之间的竞争意识。 

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社会地方家族编撰宗谱，修建祠堂，就不仅仅是为了尊祖敬宗与收族，更承载着祖宗荫佑，子孙发达

的希望。对此，光绪二十四年白石刘氏第七次修纂族谱时，时人杨立三在谱序当中对宋代以来刘氏兴衰所做的一番评论就显得

意味深长了。他说: 

刘氏当宋元明时，盛已极矣，其难为继也固宜，乃自乙丑修谱而后，文人武士相继入胶庠，及俊秀，策名成均者，较之三

十二年以前，其数不啻倍蓰。异日掇巍科、膺显秩，学问勳业，方执前哲，当以此为权舆矣。昔由盛而微，今将由微而盛，则

气运之将兴，宜序也。［1］( 卷首《序》) 

在杨立三看来，白石刘氏在宋元明三代的发展，已臻于极盛，入清以后，则渐呈衰颓之势。所谓盛极而衰，本属正常。然

而他又说，自从同治乙丑四年修谱以后的32 年间，白石刘氏族中子弟接踵而起，又有强势复兴之迹。如果说同治四年的修谱，

大致可以作为晚清刘氏重新崛起的一个起点，则白石刘氏修谱建祠、尊祖敬宗所带来的祖宗荫佑之效，似乎也已日见其效。 

然而，并非每一个家族都能像白石刘氏这样，能够有足够的底蕴在衰盛之间倏忽转换，强势复起。对于大多数的蕞尔小族

来讲，互相之间联宗修谱，或寻求同宗豪右大族的庇护，似乎比祈求祖宗的荫佑要来得更加现实和直接一些。从相关史料来看，

咸丰战乱后的葛源地方，同姓之间联宗建祠、共修宗谱的态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民国五年，葛源舒溪程氏与南市街程氏、枫林桥程氏一起“会修”宗谱，舒溪派第十六世孙程道曾撰《葛源新安程氏会修

宗谱序》一篇，详细记载了三支程氏的由来，以及最后走到一起共同修谱的过程。按照序文的记载，舒溪程氏于明初迁自徽州

歙县，始迁祖为“京公”。南市街程氏于明末迁自徽州休宁县，始迁祖为“文耀公”，枫林桥程氏则于清代康熙迁自徽州婺源，

始迁祖为“有煌公”。因而三支程氏迁入葛源“为时之相去六七世，迁地之相距百余里，非深考诸谱牒，几不知为同支一本也”。

而且在各自迁入葛源之后，三支程氏一开始各修各谱，毫不相关。其中舒溪程氏宗谱“创修于葛，续于葛”。南市街程氏“统

修于徽( 州) 婺( 源) ”。枫林桥有煌公支则与弋阳程氏有煇公支合修于弋阳邵家坂。虽然三支程姓“居同地，籍同横峰，时

祭同祖庙”，但“彼此转不相谋相联”，“势似涣而难合”。然而，同姓要变成同宗，其实又是很容易的。序文又记载: 

然文耀，沄公之裔也，京与有煌，湘公之裔也，沄之与湘，又同怀昆季也。溯本寻源，皆珍公一父之子也，忠壮公一祖之

孙也，其谊之宜合不应离可知矣。幸聚族于斯，无论为舒溪、为南市、为枫林，究其地皆属葛源，其祖皆来自新安，纂修谱牒，

自不妨由分而合。矧自通户籍，建祖祠，已肇联合之权舆，则今届三支续修，势能萃涣者，岂偶然哉。［6］( 卷首《序》) 

按照上文的说法，三支程姓共同生活在葛源地方，在通谱之前就已经“通户籍，建祖祠”，这就似乎表明他们在地方上已

经合建了祠堂，而且极有可能在地方图甲户籍的编排上也存在紧密的关系，因而早已成为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葛源

三程最后在修谱活动上走到一起，是因为之前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铺垫，确实不是偶然而致。因此，三程将共同的祖先———

忠壮公程灵洗抬出来为合修宗谱说事儿，只不过是再找一重理由罢了。 

总而言之，咸丰太平军乱虽然重创了葛源地方社会，但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机制并未遭到破坏，战后葛源地方大族继续分

化，小族通过各种途径依附大族，或与其它各支同姓联宗，共同续写着家族与地方社会的故事。然而，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

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新式学堂的兴起，葛源地方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产生。可能谁也不曾料到，就在葛源三程会修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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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十一年( 1927) ，正是舒溪派程氏第十六世裔孙程伯谦在葛源地方组织了农民革命团，并参加了后来的“弋横暴动”，葛

源的地方历史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四、结语 

结合前文所揭葛源镇地处多县交界山区盆地的地理位置，地方富庶、人口众多的经济基础，以及明清易代、三藩之乱、太

平天国战争当中的实际遭遇，今天我们站在事后的角度，似乎可以很“合理”地以葛源镇的传统史事，来“预见”或“总结”

近代赣东北革命割据期间葛源镇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不论是以历史预见未来，还是以今日总结过去，

终究可能会因预见或总结的目的过于直接，而过滤掉许多更为鲜活的历史。行文至此，拟以一个深受葛源近代革命影响的人物

传记史料，来结束本文的写作。 

1941 年，葛源镇的王氏续修族谱，主修杨时风为早年同在饶州中学求学的好友王丹山作传，其中特别提到1927 年底“弋

横暴动”之后王丹山长期居外不归的原因: 

先是，方匪未暴动前，多使党羽假国民党招牌，以打倒土豪劣绅各口号四出宣传。先生素性慷爽，疾恶如雠，闻其言，误

以为实，而憬然从之。讵知渠等企图别有所在，恐大众不之信，特假国民党名义以相号召耳。其后先生悉其阴谋，乃毅然与之

脱离关系，至是恐一不慎被逮，目为反动，遭灭顶之凶，故宁暂弃桑梓于不顾，而洁身以去。逮民十八年农历十月间，匪势且

日益狓猖，先生乃复只身去之浙属建德县乡间舌耕度活。居建不三四年，以感身世飘零，侘傺无聊，极乏生趣，乃作厌世之想，

终日醇酒妇人，无何，遂得咯血症以卒。先生卒年仅三十有五。［7］( 卷首《传》) 

站在维护旧秩序的立场，上引传文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失足青年”投身又脱离共产革命，之后又担心被国民党视为反动而

逃离葛源，最终自暴自弃、客死他乡的生命轨迹。正如我们不能预料许多像王丹山一样的芸芸众生，在面对赣东北共产党人的

革命宣传与号召之下将会作出怎样的人生抉择一样，我们也不能以前文所揭宋代以后葛源镇地方历史演进之“前事”，推论其

在近代赣东北革命爆发以后之“后事”。或许唯有置身于近代赣东北革命的具体历史场景当中，仔细体味更多深受革命影响的

个体生命史，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葛源镇传统历史与近代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近代革命对于葛源地方传统社会结构的深刻影

响。 

( 笔者在葛源镇地方的社会调查，得到横峰县政府及葛源镇杨李佳先生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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